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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澳門中葡通婚現象初探

*盧金玲，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本文旨在考察明清時期澳門華人與葡萄牙人的通婚現象及其原因，勾勒該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生活

的一個側面　　婚姻生活。作者認為，明清時期在澳門出現的中葡通婚雖然不是雙方婚姻的主體形式，

卻已構成澳門獨特歷史風貌的顯著特徵，亦提供了歷史上跨文化交流的範例，在歷史學、人類學和民

族學諸方面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

合性特徵。此一人口結構特徵，為澳門出現華洋通

婚提供了有利條件。

關於澳門地區華洋通婚的歷史現象，中外學者

在其論著中有所論述。（4）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

上，結合近年公佈的中文資料，對明清（鴉片戰爭

前）時期澳門地區華洋通婚的現象作進一步的考

察。鑒於中葡人口構成該時期澳門人口的主體，華

洋通婚亦主要在他們之間發生，本文僅考察中葡之

間的通婚現象，未妥之處，尚祈方家斧正。

澳門的人口主要由華人與葡萄牙人組成，因此

華人與葡萄牙人之間相互通婚在明清時期較為普

遍。 1 6 3 5 年（崇禎八年），博卡羅（A n t ó n i o

B o c a r r o）的記載稱：“澳門的通事叫做路巴沙

（jurubassas），大部分來自本地中國基督教徒的家

庭，這些家庭往往與葡人通婚。”（5）至“乾嘉以降，

海運大開，中西交婚，司空見慣。”（6）

葡萄牙人與華人通婚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

中國男子與葡萄牙女子的婚姻；另一種則是中國女

子與葡萄牙男子的婚姻。

中國男子與葡萄牙女子的婚姻

方豪先生曾指出：“我國舊俗，重男輕女，血

統重在父方，故男子有民族自尊心，往往不屑以西

16世紀中期以降，隨着葡萄牙人的入駐，澳門

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中外貿易港口和國際化的

移民城市。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日與華人相接

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

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

人矣！”（1）這雖然不免有誇大的成分，但也反映了

來澳葡人迅速增加的事實。隨着葡人來澳數量增

多，其它國家的人也紛至遝來。澳門很快成為外國

來華貿易的泊口，並迅速興起為遠東地區重要的國

際貿易商埠。

隨着澳門商業活動的發展，華人也紛紛入居澳

門，加入到澳門這一國際貿易的大市場中來。明人

王臨亨曾描述道：“夷人金錢甚夥，一往而利數

倍，法雖嚴不能禁也。今聚澳中者，聞可萬家，已

十餘萬眾。”（2）在葡萄牙人物質利益的誘惑下，來

澳門者不僅是通事與商販，從事其它行業的人也紛

紛前往，正所謂“百工技藝，趨者如市”（3）。

澳門作為中西貿易的中轉站，除了華人和葡萄

牙人以外，還居住着其它國家的人士，有西班牙

人、意大利人、英國人、德國人、瑞典人、日本

人、印度人、馬來西亞人、柬埔寨人、越南人非洲

黑人等，他們分別來自歐亞非三大洲。不同國家、

種族的人們共同居住生活在澳門，使得澳門成為一

個“華洋雜居”之地，亦造成了澳門人口結構上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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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為室。”（7）受中國傳統婚姻觀的影響，雖然華人

男子娶西婦情況不是很普遍，但也時有發生。澳門

華人男子與葡萄牙女子的婚姻情況，與下列四個方

面的因素有關。

其一，澳門中葡人口性別結構的現實條件。自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來，整體澳門人口結構逐漸形成

了男少女多的情況。至清初，清政府的遷海與禁海政

策導致澳門與內地貿易被阻斷，許多葡萄牙男子為了

謀生，外出貿易。於是，澳門葡萄牙人的男女比例失

調現象進一步加遽，形成“夷少男而多女”（8）的現

象。另據葡文史料記載：

1 7 4 5 年，澳門居民中有 5 , 2 1 2 名基督教

徒、 5,000名中國異教徒，（⋯⋯）從王國來的

葡人僅有 90位；男人和兒童共 1,910人；婦女

有 3,301人，澳門彷彿是座女人城。（9）

另有 19世紀早期的史料，記錄當時澳門僑民（除教

士及軍人外）數目如下：

1810年 1830年

白種男人 1,172人 1,202人

白種女人 1,846人 2,149人

奴僕（男） 425人 350人

奴僕（女） 606人 779人

合　計 4,019人 4,480人

這種男女人數的不均衡，雖然是殖民地中少見

的，卻正好說明了當時當地的特徵。（10）由此可知，

到了 19世紀，在澳門的葡萄牙男女人數相差依然相

當懸殊。

為了防止販賣人口，明清地方政權禁止內地移

民攜眷入澳，使得當時在澳門單身華人男子數量較

多。據一份中文檔案記載：

凡貿易民人，悉在澳夷牆外空地搭棚市

賣，毋許私人入澳，並不許攜帶妻室入澳。責

令縣丞編立保甲，細加查察。（11）

但是，鑒於澳葡方面的請求，兩廣總督百齡於

嘉慶十四年放寬了限制華人攜帶家室進入澳門的政

策：

澳內華人，原議不准攜帶妻室，以杜販賣

子女之弊，嗣因西洋夷目呈稱，華夷貿易，惟

賴殷實華人方足取信，若室家遷移，則萍蹤靡

定，虛實難稽，是以住澳華人仍准攜帶妻室，

安土免遷，亦難概令挈眷遠徙。（12）

此政策雖後來有所放鬆，但舉家遷澳的還不是

很多。很多華人男性都是隻身闖蕩入澳，待事業有

成後，再返鄉迎接家眷或娶妻來澳，並且由於清政

府對華人挈眷到澳的政策搖擺不定，限制了華人女

性正常入澳的人數。

人口結構上的性別特徵，對澳門地區的婚姻狀

況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鑒於葡萄牙男子的缺少，相

當數量的葡萄牙女子不得不把婚姻的對象轉向人數

較多的華人男子。儘管當時中國男子受傳統婚姻觀

念的影響，娶葡籍女子為妻者較少。由於當時客觀

環境的限制，在一定歷史時期之內澳門的單身華人

男性人數比例較高，使得他們之中的部分人把婚姻

的重點轉向同樣存在婚姻問題的葡萄牙女性身上來

了。這就為華人男性與葡籍女性能夠進行婚姻提供

了客觀條件和現實基礎。據擔任香山縣令的張甄陶

記載：

今澳中真夷絕少，有粵人與夷妻私產生，

有華人貪乏無賴，衣其衣，操其音，而為偽

者。（13）

這段史料，雖然對華人男子懷有貪圖其利的心理而

娶葡籍女子持否定態度，但也反映了明清在澳門的

華人男子與葡萄牙女子進行婚姻的情況。

其二，葡萄牙女子喜歡嫁給華人男子。葡萄牙

女子選擇中國男子作為配偶並不完全是出於無奈或

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反而是因為嫁給中國男子有很

多優勢及好處而心甘情願的。葡萄牙女性甚至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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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嫁給中國男子並且以嫁給中國男子為榮耀。當

時有人寫詩可證：

女婚男嫁事偏奇，巾幗持家受父貲。

莫怪澳中人盡賀，良辰交印得唐兒。

　　夷俗貴女賤男，以男嫁女謂之交印。

得唐人為婿，舉澳相賀。（14）

從中可以看出，葡萄牙女子嫁給中國男子得到了她們

所在群體的認可及歡迎。還有一首詩是這樣描述的：

昨暮剛傳洋舶到，今朝門戶滿唐兒。

戒指拈來親異香，同心結就兩鴛鴦。（15）

由此同樣也能看出，葡萄牙女子一到澳門後就有嫁

給華人男子的，說明澳門葡萄牙女子喜歡嫁給華人

男子。又據屈大均記載有說：

得一唐人為婿，舉澳相賀。婿欲歸唐，則

其婦陰以藥黧黑其面，髮鬈而黃，遂為真番人

矣。（16）

從中可以知道，葡女不願其華人丈夫歸家，說明她

是非常重視與華人的婚姻，捨不得他離去；同時也

說了葡萄牙女性是願意與中國男子成婚的。嫁給中

國男子她們不但不會遭到同族人的歧視，反而會受

到衷心祝賀。葡萄牙男子為謀生經常出海外貿易，

這使得留在家中的妻子們非常擔心。《澳門記略》下

卷〈澳蕃篇〉載：

西南則有風信廟，蕃舶既出，室人日跂其

歸，祈風信於此。（⋯⋯）出以冬月，冬月多北

風。其來以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風。計當返，

則婦孺繞舍呼號以祈南風。脫卒不返，相率行

乞於市，乞者常千人。（17）

從中可以看到葡萄牙婦女的悲慘可憐，她們每天過

着擔驚受怕的生活，一旦丈夫回不來了，她們就要

流落街頭，靠乞討維生。此外，她們被獨自留在家

中也是非常不安全。據《香山縣誌》載：

然為澳夷者亦有所苦焉，夷少男而多女，

又多挾資遠出累歲不歸，則苦於漢奸之誘拐，

稍有資積而孤居島上，漁艇小舟出沒不可稽

察，則苦於匪類之偷竊貨物。（18）

　　清初著名畫家、天主教徒吳漁山（1632-1718）

詩云：

少婦凝妝錦覆披，那知虛髻畫長眉。

夫因重利常為客，每見潮生動別離。（19）

時人亦有詩云：

郎趁哥斯萬里間，計程應近此時還。

望人廟外占風信，腸斷遙天一髮處。（20）

　　相對於葡萄牙男子經常出海外進行貿易要冒很

大風險而言，中國男子則守家守業，家庭更加穩

定。當然，其中也有嚐盡此種苦楚的母親為避免其

女兒步其後塵對其女兒進行勸告的原因，因此葡萄

牙女子願意選擇華人男子作為其終身的依靠。

其三，商業因素的影響。葡萄牙女性非常精明

能幹，善於經商。在澳門的華人有不少從事商貿經

營活動，為了能更方便地進行商業貿易活動從中獲

得有利的地位，他們願意娶澳門的葡萄牙女子做其

配偶。康熙時杜瑧巡視粵閩，他在澳門看到：

諸編戶皆有室家，婦女長裙絲履。（⋯⋯）

其交市以夜，婦女主之，男子不出也。（21）

又據屈大均記載：

及暮乃起，張燈做人事，所積著西洋貨

物，多以婦人貿易。（⋯⋯）彼中最重女子，女

子持家計，承父資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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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則材料都說明當時夜市做生意的主要是婦女，

可說是對當時葡婦經商的生動描繪。由於葡萄牙婦

女參與商業活動，尤其是婚後主持家政，贏得了華

人男性對她們的青睞。有史料載：

香山縣之澳門，久為番夷所僦居。我朝設

一同知鎮之。諸番家於澳，而以船販海為業。

女工最精，然不肯出嫁人，惟許作贅婿，香山

人類能番語，有貪其利者，往往入贅焉。（23）

又據清人王士禎記載：

香山澳，皆西洋人貿易者居之，閩廣人亦

有雜處者。其俗：婿贅妻家，產業惟婿女受

之，不以與子。子贅他家亦然。（24）

乾隆十一年（1746）澳門同知張汝霖〈請封唐人廟奏

記〉曰：

其唐人進教者約有兩種：一係在澳進教；

一係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

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語言習尚已漸化為夷。

但其中亦有數等，或變服入其教，或入教而不

變服，或娶鬼女而長子孫。（⋯⋯）周世廉蕃名

“ 哆 咽 吔”，又呼“賣雞周”，儼然為夷船

之主，出洋貿易，娶妻生子。（⋯⋯）伊等攜有

資本，久與夷人交關，一經迫逐，猝難清理，

其妻室子女若令離異，似覺非情；若許攜歸，

則以鬼女而入內地，轉恐其教易於傳染。

（⋯⋯）其娶有鬼女、攜資貿易，及工匠、兵役

人等，穿唐衣者勒令出教，穿蕃衣者勒令易服

出教，均俟鬼女身死之日，攜帶子女回籍。（25）

從中可知，澳門華人男子與葡萄牙女子之間的婚

姻，具有牟利的商業心理因素。

其四，信仰同一宗教，有着共同的精神追

求。澳門華人男子與葡國女子的婚姻，除了商

業因素以外，還有一些人是出於宗教信仰方面

的考慮。

方豪先生認為：“至清初，則我國教友亦有娶

西女為妻室者。”（26）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

〈兩廣總督策楞等奏明查封澳門進教寺不許內地民人

入教摺〉載：

內地民人因在澳門居住，遂致服習邪教，

與之婚姻，自應逐一拘拿，置之於法，獨是往

澳傭 者，計有八百五十餘家，中間男婦多人，

大概皆習其教，並有入贅番婦投身於其家者，

積弊相沿已將二百餘載。（27）

次年三月，兩廣總督策楞在奏章中進一步指出：

“在澳民人居住年久，私習其教，與之婚姻，以及

資其傭 者，實繁有徒。”（28）這些奏章不僅注意

到了歸依天主教與華洋婚姻之間的密切關係，而

且揭示了此類婚姻現象的長期性。乾隆二十五年

（1760）三月，〈兩廣總督李侍堯等奏報拿獲在澳

門入天主教之林六擬罪摺〉中又有記載：

查有閩人林六在澳門投入西洋天主教，曾

娶蕃婦改穿夷服，拿獲到案，訊認不諱。（29）

這些史料反映了確有不少中國人加入了西方的

宗教，並且已逐漸融入葡人社會，因而很自然

地在澳門出現了華人男子與葡國女子之間的通

婚現象。

中國女子與葡萄牙男子的婚姻

長期研究澳門文化的潘日明神父寫道：“葡

國男子與本地女子通婚始於葡人抵澳之時。”（30）

中國女子與葡萄牙男子的婚姻情況，究其原因大致

也有四種。

原因之一：性別比例失調導致。早期來澳門者

主要是以葡葡萄牙男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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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經過好望角航線移民到亞洲的總人口

中，葡萄牙婦女祇佔極少的部分，這意味着葡

屬亞洲存在着嚴重的性比例失調問題。（31）

因為當時出海帆船的載客量有限，葡萄牙規定葡人

出洋時不准帶女人上船，所以葡人遠航到東方後多

與當地人結婚。此正如方豪所言：

舊時中外婚配，以外國人娶中國女子者為

多。蓋早期來華經商之外僑，以航行艱險，罕

有攜妻室者，故多在澳門等埠落籍居家。（32）

1584年來過澳門的羅曼（J. B. Roman）看到，

所有的葡國男子娶了中國妻子。（33） 1625年，一位

耶穌會士在有關澳門情況的報告書中說，當地葡萄

牙人的妻室大都是中國人和具有中國血統的人。（34）

1637年訪問澳門的英國人芒迪在日記中寫道：

有人告訴我，全城祇有一個葡萄牙出生的

女子，他們的妻子都是中國女人，或與葡萄牙

人所生的混血兒。（35）

其記載或有不實，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葡萄牙男

子娶中國女子的普遍性。 1638年親臨澳門的意大

利旅行家馬科．德．阿瓦羅（Marco d'Avalo），在

描述澳門城時寫道：“這個城市初創之時，（⋯⋯）

葡萄牙人與中國女性結婚，於是這個城市的人口增

長了。”（36）

19世紀初，生活在澳門的龍思泰也記載了葡國

男子娶華人女子的現象：

懷念起令人舒坦的社會生活，這種生活不

久又因婚姻關係得以加強。馬來人、中國人、

日本人和來自其它各地的婦女成為他們的配

偶，他們子女的母親，而這些子女的後代也許

仍然是這一社區的成員。他們的後裔與眾不

同，被稱為“混血兒”。（37）

我們還可以從文獻對當時修士和神甫的生平記

載中看出華人女子與葡萄牙男子的婚姻情況。例

如， 1 6 0 4 年生於澳門的耶穌會助理修士費藏裕

（Francisco Ferreira），其父為葡萄牙人，其母為中

國人。（38）又如 1606年生於澳門的神學院修士龐類

思（Luís Gonçalves），其父為葡萄牙人，其母為澳

門人。（39）

原因之二：出於共同的宗教信仰。正像華人男子

與葡人女子的婚姻一樣，共同的宗教信仰也使得葡萄

牙男子樂意娶華人基督徒女子為妻。方豪先生指出：

往昔，天主教教規，教中人必須與同教人

聯姻，否則，即為無效。其因特殊情理，得主

教之寬免，而與非基督教人或基督教相嫁娶

者，視為例外，教會但為之證明，而不舉行祝

福儀式。歐人來華之初，商人多於教士。教士

有絕色之戒，商人則往往有就地成家者。然因

教規關係，此種結合之產生，多限於教內，而

初來西洋商人，亦以籍隸西、葡等天主教國者

眾多。況以同教關係，結識較易。（40）

正是由於有共同信仰天主教，所以很容易相識、相

愛並結為夫妻。

著名當代澳門土生葡人作家飛歷奇的小說《愛

情與小腳趾》記錄了一個故事：

中國廣州的大富商，因遇海盜而得到葡人

搭救，於是為報恩而把最漂亮的女兒和豐厚的

嫁妝獎賞給這位葡國水手。“這位幸運兒將十

六歲的姑娘帶回澳門，替她進行了洗禮，並在

西望洋山頂的教堂裡與她成了婚。”（41）

這個傳說也許不盡寫實，但至少我們能夠看出

這個華人女性是在改宗信教後嫁給葡萄牙男子的。

隨着葡人的大量到來，儘管有悖於他們所信仰的宗

教，還是有很多人開始在澳門納妾，這有可能是教

會與最初來華傳教為減少阻力而沒有去制止的因素

有關。據葡萄牙文獻載：



40

歷

史

明
清
時
期
澳
門
中
葡
通
婚
現
象
初
探

文 化 雜 誌 2005

到 1564年，隨着澳門人口的增長，改宗基

督教的中國婦女和少女的雜婚率明顯提高，納

妾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42）

從材料中可以看出，華人女性也是在改宗信教的情

況下被納為妾的。在中國地方誌中亦記載了一些華

人女子在進教後嫁給葡國男子為妻的事例，如：

“嚴亞照之姊進天主教，為嗎帑呃爾妻。”（43）

原因之三：經濟原因。此種情況又分為兩類，

一種情況為華人女子自願嫁給葡男子。這與華人女

子仰慕葡人錢財有關。如：

若女子，則諺所謂“嫁夫隨夫”，苟非名門

閨秀，嫁與外人，亦聽之而已。西商多富有，

尤使為父母者豔羨不已。（44）

另一種情況為華人女子被迫嫁給葡男子。這主

要是由於家貧，被拐賣給葡人而成為他們的妻或妾

的。方豪先生也曾說：

亦有不法葡人，或出錢收買，或藉勢掠奪

中國女子，此等被劫買之子女，雖多充賤役，

然亦必有納為妻室者。（45）

另據葡萄牙人的記載：

在缺乏葡萄牙女子的情況下，澳門的葡萄

牙先鋒喜與馬來、日本和中國女子結合，許多

中國女子是“妹仔”，即父母因家貧賣出去的姑

娘。（46）

明清時期澳門販賣人口的活動非常猖獗，郭尚

賓在萬曆四十一年的奏稿中說：“有拐掠城市之男

婦人口賣夷以取貲，每歲不知其數。”（47）禁止人口

販賣是廣東政府歷次治澳章程中的重要條款。如萬

曆四十一年海道俞安性制定的〈禁約五款〉中就有一

條明確規定：

禁買人口，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女

子，倘有故違，舉覺而占吝不乏者，按名究

追，仍治以罪。（48）

儘管明清政府採取措施嚴厲打擊販賣人口，但

一直未能徹底解決人口買賣的問題，販賣子女的行

為一直存在，有時進一步昇級。雍正九年（1731）四

月的一份奏章稱：

廣州府屬香山縣之澳門，為粵省中路海道

要津，外洋番客聚居既久，生齒日繁，黨類漸

眾，漢番貿易，洋舶往來，每有射利奸行，與

洋人熟識，貪其厚值，或從彼教而私贅成婚，

或誘賣子女而肆行誆騙。（49）

葡萄牙史料也有類似的記載：

移民的葡萄牙人便在他們所能征服的其他

種族中尋找伴侶。如果這的確屬實的話，那麼

使用女性奴隸作為妾就有許多好處，這種納妾

行為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果阿和其他地區都隨

處可見。（50）

可以看到華人女子被賣為奴後，有可能被納為妾或

妻。這是迫於無奈，而非自願嫁給葡萄牙男子的。

這成為葡萄牙男子娶華人女子為妻的主要形式。

原因之四：葡萄牙男子為華人女性所具有的美

德所吸引。當然，葡萄牙男子並不僅因為華人女奴

的廉價易得而娶她們，其實葡萄牙男子是很喜歡華

人女子作為他們的妻子的。

在 1563年，澳門至少有八位耶穌會士，人

民增至五千上下，內中有九百葡國人⋯⋯住居

澳門的外商，因為葡國婦女的缺乏，又不滿意

與馬六甲或印度來得婦女，他們很羡慕中國來

的婦女的優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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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神父桑切斯曾於 1582-1585兩次來澳門。他

說：

與其他國籍婦女相比，葡萄牙人更喜歡同中

國女子結婚，這是因為她們有不可多得的美德。

（⋯⋯）中國婦女對丈夫特別守貞、篤實、溫和，

而且極其忠實、謙虛、順從，她們身上有西班牙人

貴婦人同等的甚至更高雅的氣質和美。（52）

由此也說明了由於中國婦女具有的美德而使葡萄牙

男子願意娶她們為妻室。

也有人認為葡國婦女並不缺乏，祇是葡萄牙人

喜歡東方女子的緣故。因為葡萄牙人重女輕男，葡

萄牙女子的地位較高，因而令葡萄牙男子望而卻

步。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道及：

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計，承父資業。

男子則出嫁女子，謂之交印。男子不得有二

色，犯者殺無赦。（53）

《澳門記略》亦載：

重女而輕男，家政皆女子操之，及死，女

承其業。男子則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

女訴之法王 ，立誅死；或許悔過，則以鐵鈎鈎

其手足，血流被體而後免。女則不禁。得一唐

人為婿，皆相賀。（54）

又見清人姚元之載：

其俗男子不得置妾，不得與外婦私，其婦約束

極嚴。而婦人隨所愛私之，其夫不敢過問。（55）

由上述記載可見，葡國男子相對於葡國女子而

言，地位較低。而葡萄牙女子普遍來說生活自由浪

漫，社會地位較高，相比之下，華人女性則歷來社會

地位低下，從不敢干涉丈夫的行動，而她們所具有的

傳統美德，如性情善良、逆來順受、吃苦耐勞、心靈

手巧、從一而終等等，亦深得葡萄牙男子的賞識和喜

愛。因此，葡萄牙男子願意選擇中國女子作為配偶。

結　語

明清時期的澳門，既是中國東南沿海一個重要

的國際貿易樞紐，又是一個“華洋雜居”的國際性港

口城市。由於種種因素的作用，作為澳門人口主要

構成的中葡兩個民族產生了相互通婚的現象。此類

婚姻雖然不是雙方、特別是中國人婚姻的主體形

式，卻構成了澳門獨特歷史風貌的顯著特徵，亦是

澳門文化中西合璧特質在婚姻習俗上的生動體現。

作為這類婚姻的結果，在澳門歷史上產生了一個特

殊的群體　　澳門土生葡人。從人種上看，澳門土

生葡人具有歐亞兩種人的血統；從文化上看，則兼

具東西方文化的特色。這個特殊群體的產生和發

展，構成澳門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提供了人

類歷史上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範例，在歷史學、人

類學和民族學諸方面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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